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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上的“白银时代”（Silver Age, 1895-1930）和欧美哲学的“语

言学转向”时代多有重合。俄罗斯文学上的“白银时代”是形式主义美学所主

张的艺术摆脱内容的束缚而走向现代的形式自由的转折时代。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率先提出“文学性”问题并用“文学性”来区分文学和非文学，其

核心在于强调文本的语言层面“对普通语言有组织的破坏”（Erlich 219）1，即“在

于文学语言对日常语言的变形、强化和扭曲”（江飞 35）。雅各布森认为文

学不是一种美学，也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一门关于文学的科学。很明显，雅

各布森的“文学性”内涵也深受流行的实证主义影响，有明显的殖民特色。文

学性因为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艺术，自然就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

雅各布森是以诗歌的语言，即“一种没有被污染的语言”，作为考察

对象，其语言“手法”（device）是指“组合其材料、语言以及使其题材变

形的一种精细技巧”（江飞 41）。但作为手法的语言还不能和美国新批评

的“内部研究”区分开。伊格尔顿·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认为文学

性不是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而是探讨“文学事实”这一社会事实，探讨

“社会中”的文学，而不是“文学中”的社会。2雅各布森进一步在形式主

1　 本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2　 参见 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

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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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未来主义之间进行了主次排序，把“手法”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角，使内

容再一次回归到超越形式之上，语言形式重新获得了文学本体的位置。1雅

各布森和新批评虽然都是基于语言结构的分析，但雅各布森是出于对文学研

究自主性的强调，目的也是凸显语言形式本身，与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聚焦于历史文化语境完全不同。因此，雅各布森的优先性的选择是

伦理性的而非逻辑的或实证的。由于聚焦于作品的结构原理、构造方式、音

韵、节奏等语言材料的归纳和分析，雅各布森的“文学性”也就自然具有了

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精确或科学性，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后捷克结构主义、英

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众所周知，伦理的强调容易滑入修辞学的领地：

一方面“纯粹化”导致抽象化；另一方面，价值判断的“好不好”被科学意

义上的“对与错”替代。如果文艺批评还坚持体裁的内核，文学性理所应当

也应该是小说的本质特征。而且，后现代历史小说文学性也是通过对思想现

实和语言符号的“隐喻性置换”2，不以语言学的精确性而以智识的娱乐性为

旨趣——虽然没有走出语言、传统和认识论三位一体的“语言-思维”的语

言学分析模式。在艺术上，后现代历史元小说彻底走出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说的现代性本体神论。3

当下，网络时代正向智能时代迅速转型，后现代历史小说的“文学性”内

核及其体裁价值就成为一个学理问题，特别是通过网络历史小说的“文学性”是

一个很大的问题。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从“模型化后现代”的角度，提

出了后现代历史元小说的概念，认为其文学性在于“互文性”、“戏仿”和“历

史话语”（116）。她进一步挖掘了这类小说的语言学指涉的“本质玄学”，也

就是现实世界只是遗物或痕迹，小说全部是“语言活动”。但是，由于语言

学一直不能解决的表征的悖论（包括语言表征事实的“能”与“不能”、小

说语言通俗化等），我们就只能回归到“家族相似性”，把后现代历史诗学

放在量子哲学尤其是其“反事实”的理论、吸收 AI 技术，很容易发现主体虚

化、反事实叙事与多重时间塑型是后现代历史元小说凸显的文学性性特征。 

一、“虚”艺术：从语言的双重虚构到主体虚化

基于本体统一性的宏大叙事的强调基础、本质、终极价值的现代性专

制地取消了差异性，这是特征性分析最重要的部分。同时，僵硬、沉闷的同

一性和本质论压制了多样性、个性和“他性”，往往导致极权主义。后现代

是现代性的罗格斯中心主义乌托邦的对立面和替代物。但后现代性的降世主

要不是通过尼采式用锤子敲碎现代性的信仰大厦和知识大厦的产物，而是德

1　 参见 赖大仁：“‘文学性’问题百年回眸：理论转向与观念嬗变”，《文艺研究》9（2021）：

34。
2　 参见 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lated by Alan Bass, Britain: Routledge and Ke-
gan Paul itd, 1978, 278.
3　 参见 马丁·海德格尔：《哲学论稿》，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 2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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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达通过从语言结构观念的解剖作为切入口，结合西方技术，反思和解构

西方知识界自柏拉图以来的在日常语言的最深处活动着的（通过隐喻的置

换与自然科学的共谋）形而上学的本质论和认识论的突破，这和东方“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发生学思维具有相似性。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发现了能指（significant）和所指（signifié）的任意性、习俗性和

语言符号的自足性，揭示了语言所构建的理性或事实的局限，也揭示了我们

接近历史所依靠的语言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局限和可能导致的误读。语言的选

择过程，虽然被实证主义标榜了科学性，但从开始到结束都潜伏着伦理的暗

河。本体论以追求共相的唯实论为逻辑起点，但一个悖论是：正如赫拉克利

特（Heraclitus）早就说过“人不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本体自身是随

着伦理的结构性变化而流动和变化的，所有文本的本质是想象的共同体。就

文学性而言，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主张“文学的对立范畴可能是事实

性、技术性或者科学化的写作”（25）。他借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来

反对本质论，理由也是用对立面的方式会导致概念的所指不稳定，从而主张

文学性在于中间事例及其有机联系的思想。1 伊瑟尔（Wolfgang Iser）主张“文

学作品的面对的是逃脱了该系统掌握的”“不可逃逸的剩余物”（Gale 324-
340）。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扭转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哲学

对历史文本中‘要素’的偏爱”（杨梓露 182）。海登·怀特主张打开历史

小说的关键在于历史书写，“而历史小说本身是一种以伦理为轴心‘言辞机构’

的选择”（张谡 677）。可见，纵然哲学上“殊相”的虚构及其语言的虚构

是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基础，但语言的内容和形式只是后现代

历史元小说文学性的一部分所在。

尽管后现代性大多是作为主张、宣言、构想、思潮、生活方式、艺术形

态等，但后现代历史元小说强调的是历史与小说的共性，“这个共性就是历

史与小说共享的语言叙事基础”（虞建华 145）。这样，后现代历史诗学把

史学和诗学的导向了伦理这个新领域。最早定义后现代历史小说或编史元小

说的是加拿大学者琳达·哈琴。她是在新历史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知

识论”而非“本体论”的历史观为哲学起点，而知识则是由“记忆”和“语

言”组成，与语言结构视角的索绪尔或福柯式分析已经相隔很远。现代主义

以“自我”为中心，而后现代主义以“语言”，确切地说，以语言狂欢化，即

语言实验与语言游戏为中心。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通

过语言，我们在接近历史和现实过程中通过把事件文本化。这个过程的叙事

化中不可避免地被“意识形态”或伦理道德所操控，即“政治无意识”。2 从

语词到意识形态的分析手法虽然走出了实证主义的形式窠臼，但极有可能导

1　 参见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事件》，阴志科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4 页。

2　 参见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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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所指虚无，如果没有伦理的在场。巴赫金（Bakhtin Michael）的狂欢化

指大众的、平民阶层的俚语、俏皮话、黑话、生造词、口头禅、猥亵语、外

来语和俏皮话以及本真但有生命力的民众欲念的食物、恶习、排泄、性等语

言，这些几乎都不符合伦理道德和语法规范，但体现了娱乐至上的一种实用

主义解构思路。在历史元小说中，狂欢化的盒子一旦开启，话语方式和思维

方式也就走向后现代了。语言不再是反映世界而是制造世界，“语言是独立

地本体，不是工具”（陈世丹 208）。文学符号跳跃，即符号所建构地意象

客体随着符号的自然排列而发生时空间断的跳跃式无序地发展，意味着选择

不断进行和事件发展的可能性不断增加。“最为普遍的方式由倒叙、插叙，另

外还有叙述中的提前闪回、平行发展、交错等”（龚见明 118），如德里罗（Don 
DeLillo）的《坠落的人》（Falling Man, 2007）采用顺叙与倒叙两条叙事线索，首

尾衔接的圆形故事架构和电影叙事语言。语言游戏、通俗化、戏仿、拼贴、散

装故事、蒙太奇、迷宫式意义网络、黑色幽默、语言游戏等文学性手法的使

用，不仅超越了事件的虚构和语言的虚构的两个层面的虚构，语言进一步背

离了萨特（Jean-Paul Sartre）所说的“介入现实”1 而偏向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说地“不及物写作”和“零度写作”2，也就是介入主体思维或伦

理的领地。可以说，后现代历史元小说的文字文本只表达流动伦理意义，不

表征世界，这是这种新的诗学的文学性的重要特征。语言突破聚焦受害者主

体和事件余震的写作模式、语言的狂欢以及多重且非逻辑的故事虚最终都是

用来表征伦理的流动。

此外，就主题而言，后现代历史元小说的目的并非全然否定一个不可知

的大写的历史，而是给与小写的复数的历史以合法的地位，从而深化关于历

史性质和本质的反思与认识。3 它彻底地走出“结构 - 解构”的阐释循环，立

足于历史多样性、可能性和丰富性，它不是新历史主义小说，是进一步“后

现代化”和“小说化”。乔纳森·卡勒（Jonathan D. Culler）、伊格尔顿、德

里克·阿德里奇、希利斯·米勒等文学理论家进一步从反表征的文学事件论

的角度，研究文本的意向性、生成性和阅读的操演性。4 如果说这种反表征的

事件论还有新历史主义的颠覆和对立的影子，那虚假或虚构论就完全虚化了

“记忆”的“意指”，把小说主题旭化成了纯语言的艺术或游戏。“传统小说（包

括现实主义何现代主义小说）的叙述方式便是虚假的造就者之一：它虚构出

一个虚假的故事去‘反映’本身就是虚假的现实，因而把读者引入双重虚假

之中”（柳鸣九 6）。这样，后现代历史元小说，虽然其故事原型也是历史

事件，也只保留了小说的语言学外表和轮廓。就主题而言，它颠覆了传统叙

1　 参见 让-保罗·萨特：《什么是文学？》，施康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 9页。

2　 参见 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 6页。

3　 参见 虞建华等：《历史、政治与文学书写》，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 年，第

201-301 页。

4　 参见 何成洲、但汉松：《文学的事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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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线性的因果逻辑和先验、客观的意义，解构了传统叙事的体裁边界与雅

俗差异，聚焦语言符号的差异和读者的伦理意义生成。这种书写导致的语言

符号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使得文本、作者、阅读、写作、体裁、批评理论等

传统文学性内涵都被质疑或悬置。所以，作为“不及物书写”的后代历史元

小说指涉的是另外一种逻辑下或是一种反事实的世界。它的虚构性不在于“本

体”主题的虚构，也不在于语言的叙事虚构，它最极致的点是主体的虚构与

消弭。如果说，传统小说通过语言进行的双重虚构还是以人为中心的虚构，而

后现代历史元小说不仅仅剥夺了“我”、“自我”的中心地位，包括消弭了

读者、作者、作品人物的物理学中心位置，彻底零碎化官方对历史事件的意

义，根据写作者和阅读者的两个当下的社会性赋予历史事件——通常是“非

常事件”1——的一个语言镜像和一种伦理景观。主体虚化后，其意向性被悬

置、主观感性被消弭，人的行动失去统一性，人和物的世界变成物和物的世

界，或者说主体虚化为“物”。

二、“新”技术：“反事实”与“可能世界”

后现代主义反中心、反本质和反基础。但后现代主义元小说并不是没有

崇拜。它表现出对“新”技术的集体崇拜。在开元小说先河的约翰·福尔斯

（John Robert Fowles）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中，男一号查尔斯·斯密森（Charles Smithson）是一位业余科学家，对

达尔文进化论以及古代化石很感兴趣的伦敦绅士。“后现代主义”元小说的

这种有效的技术知识构建对人们的自然和文化的认知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哈

桑称之为‘新灵知主义’”（the new gnosticism）（Hassan 172）。这种技术

崇拜本质上也是一种理性崇拜，但是一种包含预测的、不确定性的理性，不

是逻辑自洽而不符合社会现实的理性的“致命的自负”。一方面，后现代历

史元小说是在真实历史基础上的对历史事件的再叙述和再阐释。另一方面，这

种再阐释的假设是有“新”的技术，自然也有新的不确定性或可能性。海登·怀

特认为历史与文学都是基于伦理的“言辞结构”。2 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历史

元小说是有别于官方历史的另外一种伦理选择，是一种新的技术 - 伦理的组

合。例如，以事件的文学著作有 2000 多部。但是，唐·德里罗的长篇小说《天

秤星座》（Libra, 1988）以肯尼迪被刺杀这一历史事件以及官方出台的 26 卷

本的《沃伦报告》（沃伦委员会 1964）的“唯一子弹论”与“阴谋无关论”的

阐释为基础，假设技术上认为是“一场预谋”，且不只一枪，那么 ,“肯尼迪

被刺”事件中的人物就会有另外的伦理选择的新的组态，也就是新的可能世

界。本来，官方的《沃伦报告》对事件进行了详细记录、调查与分析，但其

1　 参见 虞建华：“小说、历史与美国文学的历史批判”，《英美文学论丛》2（2022）：143-
153。
2　 参见 赖国栋：“创伤、历史叙事与海登·怀特的伦理意识”，《学术研究》4（2019）：

124-13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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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没有走出历史上所有美国总统被刺杀都是“意外事件”的阐释意识形态

或政治经济学循环，其结论的权威性至今还广受质疑。小说《天秤星座》基

于“新”的技术，就“事实”重新虚构了三个层面的故事：第一个是肯尼迪

遇刺的真实历史事件，一种技术 - 理论的组合；第二个是叙述者本人虚构的

故事，另外一种技术 - 伦理认知；第三个是该作品中的人物讲的故事，一种

对技术 - 伦理认知的再认知。这三个故事都以“科学最新发现”作为叙事的

基础，对历史真实的戏仿、对以往作品的戏仿以及对其自身的戏仿，三个故

事相互消解而不是相互印证。肯尼迪被刺杀是美国历史上一件重大的政治事

件，《沃伦报告》是美国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产物。技术上而言，在 1963
年 11 月 22 日 12 点 30 分，当奥斯瓦尔德从 6 楼射出了 3 枚子弹，与《沃伦

报告》叙述的世界不同，多利策尔（Lubomír Doležel）叙述的“可能世界”更

加合乎逻辑，也就是说另外一种技术 - 伦理组合必然存在，因为凶手可能打

到了总统，也可能没有。

事实上，肇始于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可能世界理论于

上世纪 70 年代被广泛地引入到文学领域。维尔特（Werth）沿着索绪尔开创

的的语言学路径，提出了话语世界、文本世界、亚世界的三层次结构，即包

含可能世界的伦理组合。唐·德里罗基于“新”技术发现，把虚构叙述世界

内部次级可能世界间的不平衡关系及其冲突的情节诗学发挥到了极致。《天

秤星座》的开放式结构、非线性和元小说叙事都是当时“后”思潮和“新”技

术的网络化组合。在文本现实性和虚拟性之间的张力之外，西方叙事理论更

注重在经验的范畴中把自然科学、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心理学的发现挪用到

探究读者如何伦理再选择，构建新的故事情节。比如，玛丽·瑞恩是借助电

脑制图学和影视学技术。而 20 世纪 90 年代末，埃斯彭·阿尔萨斯（Espen 
Aarseth）的“赛博文本”直接把文本游戏化，传统的“表征”被模拟叙事所

替代，也就通过把复杂系统的集合假定、计算模型和思想实验等自然科学的

反事实思维挪用于小说分析。事实上，只有技术崇拜才能完成这种叙事的替

更。“人文世界更加类似量子世界而不是经典世界，因而更适合以叙事的方

式机型模拟”（张军 137）。同时，基于反事实的量子理论需要我们修正本

质论哲学的定义以及定义事件的范畴。如果用量子信息媒介，量子叠加态的

量子不可预测性原理以及粒子、场、基本化学元素、引力势等概念工具，我

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量子力学理论出世前，人类对历史事件的观察和阐释都存

在另外的因果链条和行动序列的可能性。“叙事不仅仅是赋予经验以意义的

文化代码，而是一个人类普适的元代码，以此来传递关于共享现实本质的跨

文化信息”（White 6）。这个元代码是指叙事的一个现实版本，“其可接受

性受常规和‘叙事必然性’支配，而不是遵循经验事实和逻辑要求”（张军 
137）。基于技术提供的新的可能，纳尔什·古德曼（Nelson Goodman）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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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合成与分解、权重、秩序化、删减与补充、变形等五种制造世界的方式。1

特纳通过投射，包括故事元素之间的投射、选择性透射、突现结构（emergent）等
三个方面的叙事思维进行“概念融合”，使得一个故事输入而融合生成另外

的故事，即离散模拟、心里逃逸、语义阐发、语用述行和媒介表征来激发不

同读者的知识脚本，故事得以外化成新的可能世界的一种结构。所以，约翰·福

尔斯为《法国中尉的女人》设计的三种可能的结局，开创了元小说的先河，也

反击了现实世界中，即 20 世纪 60 年代欧美世界的“文学衰竭论”和“小说

困境论”，也是小说家通过技术崇拜找到的小说发展之新路。

三、多重时间：时间错位与数次重塑

语言学视角的后现代小说都假定时间的连续性和同一性。索绪尔的结构

主义语言学只是突出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约定成俗的关系。福柯指出了“词”的

意义“撇开了任何理论价值或客观进步的认识论领域”。2 而“德里达经常

从语言学和词源学入手，去发掘那些人为的设定和概念偷换的无底的游戏过

程，即一个概念与另外一个概念合乎逻辑的推演，实则就是隐喻替换隐喻的

过程”（陈晓明 46）。语言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是共时的研究。与此

不同，海登·怀特则从历史书写的规则，也就是历史知识的制作、发明及其

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来讨论作为文学仿制品的历史这种言辞结构历时地发生

的话语转移的情节编排模式、解释模式和意识形态含义模式。但是无论是习

俗、语义、隐喻偷换还是书写规则，都以时间的预设、错位和重置为起点。詹

姆逊认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是不同时空观念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或者说

感知方式。“历史书写本质上是在追摹时间所映照的文化变迁踪迹”（勒狄

克 12）。为后现代历史元小说“时间错位”的合法性站台的理论家朗西埃

（Jacques Rancière）就是以时间的先后来祛伪、解密历史事件的因果顺序。在

2017 年纽约主题会议上，朗西埃将“场所”的诗学逻辑解构历史叙事，尤其

是以解构年鉴学派为典型的历史“逼真”即科学性背后这种真理体制（truth 
regime）的核心论题。朗西埃通过分析历史叙事中的因果顺序和持续两种意

象，把“一切皆流，一切皆变”（王曦 19）的时间切分为特定的时代，还为

时间中的所有历史存在设定了其对应的存在方式。这种对应式单线的、封闭

的，并且由于历史叙事对诗学修辞机制的征用暗含意识形态压制和伦理选择

的再组合，这种因为笃信而存在的各种历史的时代必然会是另外的“时代精

神”3，尽管这是一种是花样的乌托邦。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因此将

历史的本质定位“异质性”和“间断性”两种，而与自然科学的“同质性”和

1　 参见 Nelson Goodman, Ways of World Making, Indianapolis: Hackett, 1978, 7-20.   
2　 参见 米歇尔 •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年，第 2 页。

3　 参见 王曦：“年代错位”与多重时间性：朗西埃论历史叙事的“诗学程序”，《文艺研究》

5（2020）：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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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相区别。无独有偶，中国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在《史通》中也是

从言语的文学性出发，采取这种“史 / 时的变易观”（李纪祥 57）。刘知几

反对用“文饰伤实”来错乱古今，但他重视“天然”或“本色”，赞成口语

能够更真实地叙说历史。朗西埃指出，“取论”即制作“时代精神”、“编排”即

把社会要素按照“时代精神”所需要的秩序编排关系、“风格”即把个体或“殊

相”通过“句法秩序”上升为时代样本或时代殊相。1 这三种“诗学程序”或

者说修辞机制也就是通过“年代错位”，即操控时间来导入可能世界的新的

伦理程序。“取论”、“编排”和“风格”三种修辞手法是波利比乌斯之类

的历史学家把历史叙事中的诗学程序变成了西方延续两千多年的本质主义进

步历史观。这种本质主义的史学观与“神学”逻辑相联系，必然是目的论的、连

续的并且纳入永恒同一的超验时间意象的“现在”的范畴。这种历史叙事，不

再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模仿所强调的“可能性”为依据，而是以实然发生背

后的“天意”为依据。这种天意实际是“与当下权力关系和历史存在相适应

的意识形态”（王曦 21）。“（叙事）行动者被剥夺了本有的行动潜能〔……〕

无力开启新的历史叙事”（王曦 21）。可见，朗西埃为年代错位的后现代历

史元小说辩护，一方面也是一种叙事观念的回归，解放了作家的想象力，也

提供了流行的虚构叙事的合法性抗辩。比如一些历史穿越剧常常被贴上“混

淆事实”的虚无主义标签。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Absalom!, 
2004）中摆弄物理时间即钟表时间、故事时间和小说时间也是这个逻辑。小

说中，萨德本既是叙事者又是被叙说者，萨德本、福克纳、昆丁、田纳西州、亚

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南方人都有自己的时间和角度，文本没有本质一致

的时间观。“还得过三个小时他才知道为什么她叫他去，因为事情的这一部

分，开头的部分，昆丁已经知道”（福克纳 1）。这三个小时，福克纳说是由

于昆丁一直听着父亲讲着同样的故事，是“小镇八十年传统的一部分”（福

克纳 6）。萨德本在故事时间的 1869 年就去世了，而福克纳却把昆丁自杀的

前一年，即 1909 年作为小说的开始 , 即“从 1909 年九月的下午一直上推到

1833 年 6 月那个星期日的早晨，当时〔……〕”（福克纳 6）。福克纳小说

的时间的多重性特征是后现代历史元小说的典型代表。

此外，时间拉长也是一种塑形。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采取长时

段的线性叙事不同，微软的比尔·盖茨大力推动的“大历史是一场嵌入长时

间尺度的思想文化运动”（Katerberg 72）。后现代历史小说中的“地质学时

间尺度”是直接借用于克里斯蒂安（D.Christian）、布朗（C.S.Brown）、斯

皮尔（F.Spier）等大历史宏观叙事。虽然宏大叙事越来越没有市场，但大历

史观打通了自然和社会（即第二自然）的时间线，不以文献证据而以自然科

学定律和演算分析作为研究方法，嵌入了叙事的当下性和未来性。虽然，它

1　 参见 王曦：“‘年代错位’与多重事件性：朗西埃论历史叙事的‘诗学程序’”，《文艺

研究》5（202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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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时间没有细节、情感、结构和特性，但其综合现代科学知识去探究宇

宙起源的自然时间，尤其是其聚焦“人类之网”2、全球化、科学精准性和互

惠共生模式的预测性叙事，也是后现代历史元小说比较常见的时间技巧。美

国理论家和伊丽莎白·厄尔玛斯都对西方深受“单一透视技术”（technique 
of single-pointperspective）影响的现代时间观念、宏大叙事和西方中心主

义提出过批评，要求尊重全球时间的多元性。多时间、长时间必然需要根

据文本来分段，所以，在牛顿的“绝对时间”、18 世纪的“宇宙时间”和

1884 年开始的国际标准时间的基础上，伊丽莎白·厄尔玛斯提出了“节奏时

间”。1“（它）反对现代的线性时间，其特点在于无本质、无普遍性、无意义、无

指向，主要依赖于地方化安排”（Jenkins 175）。“节奏时间”观念就像茱莉

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女性时间”观一样，彻底颠覆了年鉴派

或编年史的叙事模式以及传统小说中的物理时间观，也解构了宇宙时间观所

蕴含的超验性、目的论和中立性，展现了后现代时间的不确定性，随意性和

多元丰富性。时间塑形与“节奏时间”不仅区分了现代小说与后现代小说，还

能走出海登·怀特的“历史文学一致观”，自然是后现代历史元小说的文学

性特征所在。在本世纪初，随着网络、电视、自媒体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米

勒提出了“文学是永恒的”和“文学终结论”两个相互矛盾的预测。2 米勒所

指的“终结的文学”是指一种受特定历史制约的、与社会环境、意识形态或

时代精神以及个人机遇具有统一性和持久性的文学。而永恒的文学是指文学

的文学性，“是作为一种普遍的、运用可视为文学的文字或其他符号的能力，具

有永恒性和普适性，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一切人类文化的特征”（廖颖 2）。这样，米

勒进一步阐释了后现代历史元小说的文学性和意义零散的表面的悖论。就后

现代历史元小说而言，故事里面的人物本就有不同的时间观和生命观，都在

可能世界里面重做伦理选择。比如，福克纳赋予时间根据事件的发展而具有

延展性和轮回性，“自由组合的时间就是福克纳历史观最完美的时间叙事形

式”（姜德成 仪爱松 72）。可见，如果对时间同一性的颠覆是后现代小说的

共性，那么，后现代历史元小说的核心是对时间同一性的多重重塑和多次变形。

如果主体虚化、反事实叙事与多重时间重塑作为后现代历史元小说的文

学性所在，那么，对后现代历史小说的阅读除了采用一般后现代作品的“去

文本性”、王安忆的“远距离阅读”和弗兰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的

“远读”等策略以外，采取宏观观察视野、搁置现实的逻辑，采用可能性伦

理来处理“大量未读”问题是读者与作者、文本三者对话的一种必然的方

1　 参见 邓京力、李鹏超：“历史时间与厄尔玛斯的‘节奏时间’观念”，《史学月刊》11
（2018）：94-103。
2　 参见 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9、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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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这也是这类小说阅读的当下性所在。后现代历史元小说的阅读就需要作

者走出但不能远离文本，需要自设时间，突破把后现代历史元小说作为社会

学的乌托邦、异托版、恶托邦或理想国的阅读的窠臼，把后现代历史元小

说看成是一种娱乐性为主的言辞游戏，聚焦发现新的伦理景观而不是文本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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